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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剑锋：与道德批评相关的媒体伦理

傅剑锋

"媒体之所以可以对克林顿的隐私道德进行“道德飙车”，即是因为克林顿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公

众政治人物。出于现代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之责，即使是其隐私道德，也只能置于公共空间这只

金鱼缸之下。"

"但是，现代媒体伦理要求媒体从业者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哪怕是对批评对象，也要抱有同情

之心。中国媒体尚无此基本的伦理规约常识"

在评价李辉“揭批”文怀沙事件时，易中天先生认为，李辉先生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不能

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的隐私道德。我认为易先生把公共空间与隐私道德之间的关系绝对化了。事

实上，在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美国众媒体揭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没有人认为这是“突破

了人类文明的底线”。相反，世界舆论几乎都一致认为，这是美国媒体在维护与家庭伦理有关的

道德，在监督总统应有的诚实道德。

媒体之所以可以对克林顿的隐私道德进行“道德飙车”，即是因为克林顿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公

众政治人物。出于现代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之责，即使是其隐私道德，也只能置于公共空间这只

金鱼缸之下。

所以说，在法治昌明的现代国家，公众政治人物是最没有隐私的。

在现代社会，比政治人物略多一些隐私保护的是公众人物。例如某个声誉良好的演艺明星涉嫌偷

情，某个看起来彬彬有礼的商界名人其实对家人极其暴力……那么，现代媒体伦理一般也认为，

这是可以报道的，公众亦可在公共空间评介、追问其私德。

其正当性依据是，这类公众人物获取利益的方式主要来自于公众对他们品行、能力的信任，他们

的随意一个言行，都可能影响成千上万的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行为与价值观，故而他们也有不违

背私德和公众期待的义务。

但是，公共空间对公众人物的私德与隐私的追问应该是有限度的，主要应限于当公众人物的私德

与公共利益（如明星不负责地代言广告）、与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如偷情、伪善等）发生冲突



时。但很不幸的是，现代媒体常基于对轰动效应与利润的追求而越界。如港媒披露刘嘉玲早年遭

黑社会绑架的照片，即是违背现代媒体伦理的。尽管刘是公众人物，但这一隐私无关乎公共利益

与个人道德。相反，那时她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媒体的恶行理应遭社会舆论的谴责。

那么，是哪些人如易中天先生所言，享有不能在公共空间被追查隐私道德的权利呢？是普通公

众，是那些既不是公众人物又不是政治人物的普通公民。现代社会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伦理规约，

实际上是为了在维护正常的社会系统（监督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即是最有效手段之一）与保护普

通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在理清现代社会的这一基本伦理规约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评介李辉“揭批”文怀沙的正当

性问题。

显然，文怀沙先生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一度被媒体捧为道品高标的“百岁老人”与“国学大

师”，并频频在媒体露面，他成为公众人物后也曾获取了大量的个人利益（如名誉地位、演讲费

与出场费）。当李辉获得文怀沙在年龄、道德、学术水平方面的质疑线索后，他有权利在公共空

间对此进行披露与追问，因为这确是有利于文化“打假”及维护社会道德的。因为一个正常社

会，是不会纵容那些靠说假话而获取名利的名人的。如若姑息，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一定已趋于

退化。

那么，我们为什么仍会从最日常的感情、最常识的判断里，感觉到李辉先生的行为有隐隐的不妥

甚至危险之处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李辉先生在披露文怀沙先生的历史情况时，没有“公正”之心。李辉先生

对文怀沙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在撰稿之前对文怀沙已下了“是个王八蛋”的结论。但在现代社

会，即使是对杀人嫌犯，都强调生死判官要居中听审、公正作判，何况是根本不算是犯罪之诉

的“道德审判”呢？何况，李先生也不一定有资格来做“道德判官”。

李辉先生在证据采集过程中，也没有遵循现代媒体伦理所要求的“信源公正”。他所采信的都是

黄苗子、黄永玉等反感文怀沙诸老人的回忆与评介，而没有去采访过文怀沙或支持文怀沙的文化

老人。李辉在其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中，为了证明考证的严密性，称他对“同一个观点必须

找三个不同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他对文怀沙的结论，确实也找了三个以上的证据，问题的

关键是，他找到的都是来自反感文怀沙者的证据。而“公正”的要求是对一个观点或事实的确

认，要有来自于利益双方和中立方的三方证据。

何况，文怀沙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至今还是历史迷雾重重的年代，多数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真相



的群众”，李辉怎么能自信根据单方信源，就可以拨云见日呢？

李辉在“揭露”文怀沙的文章中也没有“同情之心”。这和中国自古以来敬重老人的儒家伦理是

相违背的。从行文之前骂文怀沙为“王八蛋”到行文中处处挖苦讽刺，如称文怀沙为“年近九旬

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足可夸耀……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这些都

脱离了公正、严密的历史考据而流于挖苦。

而现代媒体伦理要求媒体从业者（李辉是媒体从业者，其揭批文章亦属广义上的新闻报道）遵

循“最小伤害原则”，即哪怕是对批评对象，也要抱有同情之心。何妨，正如何三畏先生所言，

对文怀沙的评价，不能抽离当时“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抱有同情心、悲悯心

应是一个历史学者和媒体从业者的题中之义。

对此，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伦理规约》有明确的解释，可作参照，“对那些可能受到新闻

报道负面影响的人表示同情”，“认识到采集和报道信息可能会造成伤害和不适。追寻新闻不是

傲慢无礼的许可证”。

而对这一伦理规约，不少中国媒体尚无基本常识。相反，在利益刺激下，中国媒体经常以粗鄙不

堪的报道伤害当事人。

我们可以设想，面对这样一篇缺乏“报道公正”与“同情心”的文章，如果文怀沙心理承受力不

够强，心脏病发作了或者自杀了，那该怎么办？谁来承担责任？

当然，我作这样的分析，并非是针对李辉先生，因为李先生批评公众人物、欲维护良好文化环境

的做法，有其正当性，问题是其方法和心态。

文怀沙事件的反省意义，即是，我们的社会不能再沦于粗鄙的道德审判了，我们应对与此相关的

现代伦理达成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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